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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基于中国粮食安全与食品安全现实情境，结合社会系统论和风险社会理论引入系统信任、风险/收益感知、科技观、传播媒介等系列变量，对重庆、湖北、浙江三省市城镇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分析调查数据比较国内研发的转基因水稻和进口转基因大豆的公众接受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公众对转基因水稻的接受度比转基因大豆的接受度高，受到更多风险感知等结构因素的显著影响。信任国内转基因研发机构、转基因技术保障粮食安全的收益感知是对这两种转基因作物与食品的公众接受度都有正向显著影响的关键因素。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转基因风险管理要聚焦粮食安全保障、专家系统的信任机制建设和科技观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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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food security and food safety reality in China, this research designed in the framework of social system theory and risk society theory introduced series variables of system trust, risk/benefit perception, etc. and conducted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urban inhabitants from Chongqing, Hubei and Zhejiang provinces of China to compare the public’ acceptance attitude to domestic GM Rice and imported GM Soybean and the determinants of their attitud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ublic’ acceptance of domestic GM Rice is higher than imported GM Soybean yet is more influenced by risk perception and other structural factors. The public’ trust on domestic GM crops research institute and benefit perception of GM technology’s guarantee on food security are the two determinants positively influenced people’ acceptance of GM Rice and GM Soybean. Results suggest risk management of GM crops and food in China be focused on  food security guarantee, construction of expert system trust mechanism and guidance of public’ view on science &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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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进口转基因大豆和国内研发的转基因水稻进入普通公众的视野分别已达20年和10余年，这两种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在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双重压力下的中国引起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中广泛的关注和震动，其影响比欧美发达国家聚焦于转基因这种新技术应用可能潜在食品安全的社会争论更为广泛和深刻。
中国人多地少，大豆种植的单位产量低，但中国人的消费习惯使大豆需求量大，国内供给力不足，刚需缺口逐年增加。从1996年起，中国成为大豆的净进口国，当年进口量111万吨，此后大豆（主要为转基因大豆）进口量逐年持续增长，到2015年全年进口量已达8169万吨，进口的来源国集中程度非常高，主要是美国和美洲国家。2002年初国内开始有大量报道进口转基因大豆对国产大豆行业的冲击。此后国内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界逐渐有对进口转基因大豆的理论透视以及消费者调查，社会各界也有很多担忧潜在技术风险的反对声音。但是在现实的需求下转基因大豆进口量依然持续增长，目前，中国大豆自给率的持续下降使得粮食安全统计口径中大豆已被剔除，转基因大豆油已占市场同类食油的主体。

为抢占未来科技制高点和有效保障国家食物安全，中国的转基因技术也在政府支持下快速发展，转基因水稻、小麦等口粮作物的研究在国际上取得了比较领先的地位，转基因抗虫水稻是其中该技术应用较成熟的品种。与进口转基因大豆不同，国内研发的转基因水稻从2004年底申请商业化生产开始，绿色和平组织即以风险为议题发动媒体强烈抵制转基因水稻及其他转基因食品，转基因水稻从此踏上一条充满社会争议的路[1]。十多年来，一方面转基因水稻的两个品种在2009年和2014年两次获得农业部转基因作物的安全证书，另一方面，飞速发展的大众媒体及自媒体使得关于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等争论日益激化、广泛传播。目前，国内的转基因水稻未获得商业化生产许可。

     人口与资源的巨大矛盾是中国长期以来面临、未来仍需面对的生存困境。如何对待转基因作物、如何思考风险问题，这对于中国农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学者贝克曾用“我怕”和“我饿”来概括西方国家当前面临的风险社会与以往任何时代在社会驱动力上的差异。[2]贝克从第二现代性反思整个时代，但是在这个贝克所谓的第二现代性的时代，中国的现代化总体上并没有达到西方的水平。中国不仅面临传统和第一现代性的风险（如粮食安全威胁），还面临第二现代性的严峻挑战（如转基因技术风险），而且还要面对风险社会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风险威胁（如进口转基因大豆）。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饿”与“怕”的双重压力是中国人认知转基因技术应用的风险和态度形成的社会情境，这种社会情境与西方社会迥然不同。

      基于此，本研究结合中国的具体社会情境，选择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大豆这两种深刻搅动中国社会的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研究公众对其的接受态度，探求影响公众态度的心理、文化、结构层面的关键因素，籍以反思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科技应用与风险管理的制度建设。
二、文献回顾与计量模型建构

（1） 文献回顾

  西方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相关调查研究发现：公众对科技的态度不仅仅受个体科学素养的影响，社会文化因素如大众媒体报道、社会信任、风险与收益感知、价值观等对于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具有解释力[3]；对政府与专家的高度不信任是欧洲公众对农业生物技术接纳水平低的根源之一[4]。西方社会学相关研究也指出：技术的复杂性使公众依赖信任而不仅仅是知识来接纳技术[5]；风险感知和风险管理其实都是根据社会组织的根本原则进行的而不仅仅是基于个体的心理认知，是群体和社会背景而不是个体的认知在风险选择和应对中起主要作用[6]；公众对科技的风险感知及对技术的接受还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受媒体报道、价值观等制度、文化因素影响[7]。

中国早期关于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与态度的研究发现：消费者对于转基因技术与食品的认知很欠缺，购买意愿受价格和收入的影响；消费者的态度与个体文化程度正相关；年龄、性别对消费者态度影响较小等[8]。近年来，很多国内研究从风险感知、信任等社会文化、结构层面探讨公众转基因产品接受态度的影响因素。有代表性的是仇焕广等和何光喜、赵延东等的调查研究，发现：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态度的差异不仅受年龄、受教育程度、风险偏好等消费者个体因素影响，还受到消费者对政府社会管理能力的信任程度的显著影响[9]；结合风险社会理论进行变量设计的调查研究发现，大众媒体、对专家系统的制度性信任是公众转基因作物接受度的重要影响因素[10]。

综上表明，国内外关于公众对转基因技术应用和食品的态度的调查研究总体趋势是从对个体科学素养与态度之间线性关系的关注，扩展为公众理解科学的民主模型与社会学理论相结合，研究知识、风险/收益感知、社会信任、个体价值观、媒体传播等因素与态度之间多元线性关系。

（2） 公众对转基因水稻大豆的接受态度的影响因素假设与变量设计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的研究结合卢曼社会系统论来设计制度信任自变量，结合中国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双重社会困境并反思风险社会理论设计风险/收益感知自变量，结合中国公众科技观和科技传播媒介设计相应自变量，研究这些心理、文化、结构层面的关键因素对我国公众关于国内研发的转基因水稻和进口转基因大豆这两种深刻搅动中国社会的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接受态度的影响。本文将影响因素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1. 系统信任

卢曼认为信任是个体为弥补理性和信息的不足、减少社会交往过程中的复杂性从而获得内心安全感的机制[5]p35。他把信任分为人际信任与系统信任两大模式。系统信任指的是人对群体、对机构组织或对制度的信任。他认为，系统信任取代人际信任将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5]。吉登斯把信任定义为个人“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知识）之正确性的信念”[11]p30。这里所指的系统其核心是抽象系统包括象征标志（货币、权力和语言）和专家系统（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组成的体系）两大部分。在脱域机制等现代化动力机制推动下，信任抽象系统成为当代信任的主要模式[11]p24。

结合理论，本文将系统信任定义为公众对政府部门及专家系统的信任。据此定义设计4变量：对科学家整体的信任、对国内研发转基因产品的科研机构的信任、对政府转基因管理部门的信任、对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信任。调查对象从“非常信任，比较信任，一般，不太信任，完全不信任”五个选项中选择，依次赋值5,4,3,2,1。假设个体的系统信任度越高，越愿意接受转基因水稻大豆。

2. 风险感知
风险感知是个体对于出现不利后果主观感觉到的不确定性。借鉴国外关于公众对转基因食品风险感知的测量通常包括的健康风险与环境风险两个主要方面，本问卷中健康风险陈述为“转基因食品可能对有特定食物过敏症的人存在健康风险”，环境风险陈述为“转基因作物可能影响环境中常规作物和其他作物的生长”，调查对象从“非常同意，同意，难以判断，不太同意，完全不同意”五个选项中选择，依次赋值5,4,3,2,1。根据中国粮食安全对科技依赖高的现实国情，本研究还设计了担忧我国农业领域应用生物技术前景的风险感知变量，调查对象从“非常担忧，有些担忧，中性，比较乐观，非常乐观”五个选项中选择，依次赋值5,4,3,2,1。假设个体的风险感知越高，越不愿意接受转基因水稻大豆。

3. 收益感知

收益感知与风险感知相对，是个体对于可能出现有利后果主观感觉。结合中国面临的“饿”与“怕”的双重困境，本研究引入了国家粮食安全收益感知和食品安全收益感知两个变量，分别表述为“我国人多地少，转基因技术有助于提高作物产量与品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转基因食品使农药残留减少，有利健康”，调查对象从“非常同意，同意，难以判断，不太同意，完全不同意”五个选项中选择，依次赋值5,4,3,2,1。假设个体的收益感知越高，越愿意接受转基因水稻大豆。
4. 科技观

科技观包含2个变量：一是进步主义科技观，另一是敬畏自然的科技观。进步主义科技观秉承科技功利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启蒙思想，注重技术的正面效应，鼓励人们创造和运用技术，改变生活与世界，是当代中国科技立国战略的思想源泉。敬畏自然的科技观在国内为公众广为熟知源于2005年我国科学家、学者、环保主义者、普通市民等掀起的一场“敬畏自然”与科学的关系的大辩论。讨论的问题包括科学是应该以人为本还是以自然为本等等。这场辩论参与者甚众、影响巨大。在调查问卷中，两种科技观分别陈述为“一个高技术的社会对于改善人们的健康与社会福利是很重要的”，“无论科技发展到什么地步，我们都需要对大自然怀有敬畏之心”，调查对象从“非常同意，同意，难以判断，不太同意，完全不同意”五个选项中选择，依次赋值5,4,3,2,1。假设个体的进步主义与敬畏自然的科技观与转基因水稻大豆的接受度分别呈正向和负向相关。
5. 传播媒介

 传播媒介变量在本文中是指公众获得转基因信息的最主要途径。问卷中设计的问题是“关于转基因技术、转基因食品，您获知相关信息的最主要途径是＿＿”，有8个选项，本文根据科技传播媒介的特征，对选项合并为新兴的科技传播媒介和传统的科技传播媒介，前者包括网络和环保组织的宣传活动、宣传册，后者包括电视电影广播、专业书籍刊物、流行报刊杂志、科普活动、亲朋同事介绍等，前者赋值1，后者赋值0。假设个体通过网络和环保组织的宣传等新传播媒介获得信息的（参照传统传播媒介）与转基因水稻大豆的接受度呈负向相关。

此外，控制变量中的教育程度、收入、成家与否等也是公众态度的影响因素。教育程度与知识相关联，收入涉及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成家与否涉及对未来世代的安全感。假设个体的教育程度、收入越高，成家（参照未成家），越倾向于不接受转基因水稻大豆。

（3） 计量模型建构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大豆的公众接受态度，为了深入探讨和比较公众接受与否的二元态度的影响因素，在原有数据的基础上，通过设虚拟变量，分别都分为“接受”、“不接受”两种情况，选择建构二元Logistic模型分别对这两个定性变量开展回归分析。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12-2013年在重庆、湖北、浙江三省市进行的当代科技的公众认知问卷调查的城镇居民部分，调查对象为16岁以上城镇居民。本调查受教育部和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由课题负责人设计问卷并组织参与调查，调查员由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幸友谊、干伟溢等5名硕士生和宜昌市等地方统计局城调队工作人员构成。调查采取经验分层和非严格概率抽样方法，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选取浙江、湖北、重庆三省市，然后根据三省市社会经济状况分别选取有代表性的浙江省台州、湖北省宜昌市与枣阳县以及重庆市主城区和巫山县綦江县等，再抽取各县市以下的1-2个区、2个街道，4-5个居委会，最后在居委会各抽取约30名调查对象，入户进行调查，收回有效问卷数963份。
（二）被调查的城镇居民的基本特征
被调查的城镇居民的性别、年龄、职业分布、教育程度、收入等基本情况见表1。

表1 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n=963）
	变量名
	百分比%/平均值
	变量名
	百分比%/平均值

	性别*（男）
	0.5
	年龄**
	33.85岁

	是否成家*
（已成家）
	0.64
	月收入**
	2887.49元                   

	职业
	产业工人专业技术人员28.2%
商业服务员工、经理人员、私营业主 23.4%；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 17.7%
学生 8.7%，离退休人员7.1%
其他13.6%
	教育程度**
	1=初中及以下；14.8%
2=高中/中专/技校；26.7%
3=大专（专科）；23.9%
4=本科；29.7%
5=硕士研究生及以上3.5%                                   2.76                          


说明：*为虚拟变量；**可近似看做连续变量。
从样本特征来看，被访城乡居民的平均年龄为 33.85 岁，男性比例占50%，职业分布均匀广泛，已成家的占比64%，平均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个人平均每月现金收入2887.49元。
对所选信任、科技观和风险/收益感知分量表的信度测量显示，Cronbach's Alpha值分别为0.776，0.754和0.812，信度较好。

四、结果分析

（一）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大豆公众接受态度描述性分析

从样本来看，我国城镇居民对国内研发的转基因水稻非常接受和基本接受的分别为232和382，合计占比63.8%；没听说的150人，占比15.6%，公众知晓率84.4%；不太接受和不接受的共189人，合计占比21.2%；缺失值占1%。我国城镇居民对进口转基因大豆非常接受和基本接受的分别为128和385，合计占比53.3%；没听说的176人，占比18.3%，公众知晓率81.7%；不太接受和不接受的共261人，合计占比26.4%；缺失值占1.3%。(见表2，表3)
表2 城镇居民对国内研发的转基因水稻接受程度基本情况表（n=963）
	
	非常接受
	基本接受
	不太接受
	不接受
	没听说
	缺失值
	总计

	频数
	232
	382
	135
	54
	150
	10
	963

	有效百分比
	24.1%
	39.7%
	14.0%
	5.6%
	15.6%
	1.0%
	100%

	
	接受
	不接受
	
	

	频数
	614
	189
	—
	—
	803


表3 城镇居民对进口转基因大豆接受程度基本情况表（n=963）
	
	非常接受
	基本接受
	不太接受
	不接受
	没听说
	缺失值
	总计

	频数
	128
	385
	183
	78
	176
	13
	963

	有效百分比
	13.3%
	40.0%
	19.0%
	8.1%
	18.3%
	1.3%
	100%

	
	接受
	不接受
	
	

	频数
	513
	261
	—
	—
	774


该调查的数据收集于2012年，截止当年，转基因大豆已逐年持续增量进口超过15年，距转基因水稻提出商业化种植申请刚进入第8年，但是从公众知晓率来看，进口转基因大豆的公众知晓率明显低于国内研发的转基因水稻。从公众态度来看，我国城镇居民对国内研发的转基因水稻的接受度高于进口转基因大豆。

（2） 转基因水稻与转基因大豆公众接受态度的影响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为了深入探讨公众接受与否的二元态度的影响因素，在原有数据的基础上，本文对国内研发的转基因水稻和进口转基因大豆的公众接受态度进行再分类和重新编码。在问卷中两个项目都包括“非常接受、基本接受、没听说、不太接受、不接受”5个选项，本文将“没听说”选项和缺失的样本数剔除，将“非常接受”“基本接受”归为“接受”类（重新编码为“1”），“不太接受”“不接受”归为“不接受”类（重新编码为“0”）。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大豆分别组成的新样本数为803和774（见表2，表3）。

运用spss19.0软件，本文分别对803份转基因水稻公众接受态度样本数据和774份转基因大豆的公众接受态度样本数据建立模型，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1因变量为国内研发的转基因水稻的公众接受态度，模型2因变量为进口转基因大豆的公众接受态度，采用逐步向后回归策略，用发生比（odds ration）解释模型中的变量，得到以下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

表4 转基因水稻转基因大豆公众接受的影响因素Logistic结果

	
	解释

变量
	模型1 国内转基因水稻   的公众接受
	
	模型2 进口转基因大豆

   的公众接受

	
	
	回归系数
	Wald值
	发生比
	
	回归系数
	Wald值
	发生比

	人口统计特征
	教育程度
	-.160*
	2.945
	.852
	
	—
	—
	—

	
	收入
	—
	—
	—
	
	—
	—
	—

	
	已成家（参照 未成家）
	-.809***
	15.862
	.445
	
	-.377**
	4.765
	.686

	系统信任
	信任科学家总体
	.236*
	3.055
	1.267
	
	—
	—
	—

	
	信任国内转基因研发机构
	.528***
	11.619
	1.696
	
	.554***
	28.886
	1.741

	
	信任政府管理部门
	-.242*
	2.958
	.785
	
	—
	—
	—

	
	信任世卫粮农组织
	—
	—
	—
	
	—
	—
	—

	感知风险
	健康风险感知
	-.310*
	4.062
	.733
	
	—
	—
	—

	
	环境风险感知
	-.352**
	5.191
	.704
	
	—
	—
	—

	
	担忧我国农业生物技术应用前景
	-.306**
	6.367
	.736
	
	—
	—
	—

	感知收益
	食品安全收益感知
	—
	—
	—
	
	—
	—
	—

	
	转基因技术保障粮食安全
	.914***
	49.485
	2.493
	
	.863***
	62.324
	2.370

	科技观
	进步主义科技观
	.255*
	3.360
	1.290
	
	—
	—
	—

	
	敬畏自然的技术观
	-.241*
	3.685
	.786
	
	-.312***
	9.021
	.732

	传播媒介
	通过网络和环保组织宣传等新媒介获得信息（参照 传统媒介）
	—
	—
	—
	
	—
	—
	—

	-2 Log likelihood
	609.036a
	
	728.934a

	Cox & Snell R2
	.240
	
	.221

	Nagelkerke R2
	.357
	
	.304

	N
	N=803
	
	N=774


说明：***、 **、*分别表示变量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示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被系统自动剔除。     

    从表4可知，不同自变量对公众对于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大豆的接受态度有不同的影响。

    1. 人口特征。人口特征诸变量中，收入变量对于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大豆的公众接受态度都不存在显著影响；教育程度对转基因水稻的公众接受态度有负向显著影响，但对大豆的公众接受态度不存在显著影响；成家与否自变量对转基因水稻、大豆的公众接受都存在负向显著影响，在接受转基因水稻、转基因大豆的概率上，已成家者分别是未成家者的44.5%和68.6%。

    2. 信任变量。模型1中，专家系统信任（包括信任科学家和信任国内转基因研发机构）对转基因水稻的公众接受态度有正向显著影响，信任政府管理机构对因变量呈负向显著影响；在模型2中，系统信任4变量中，只有信任国内转基因研发机构进入模型，对转基因大豆的公众接受态度呈正向显著影响。非常信任国内研发机构的公众对转基因水稻、大豆的接受概率是完全不信任者的1.7倍。信任世卫粮农组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被模型1和模型2自动剔除。可能的解释是：中国公众更倾向于将转基因管理定位为国内科学界的事，而不是国际管理的范畴。

    3. 风险感知。风险感知三个变量在模型1中分别通过了5%和10%的显著性检验，系数都为负，但是在模型2中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被系统自动剔除。其原因可能在于：中国的普通公众在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于不知不觉中已消费进口转基因大豆十余年。而国内研发的转基因水稻从2004提出商业化种植开始就被媒体以健康风险、环境风险等主题大量报道，受到公众的关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农业生物技术应用前景的风险并不是媒体大量报道的主题，公众对此的风险感知可能更多的是自发地对中国粮食安全的现实考量。

4. 收益感知。收益感知2变量中的健康收益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被两个模型自动剔除。转基因技术有利保障粮食安全收益感知变量对转基因水稻、大豆的公众接受态度都存在正向显著影响，非常赞同转基因技术保障粮食安全的公众对转基因水稻、大豆的接受概率分别是完全不赞同者的2.493倍和 2.370倍。

    5. 科技观 模型1中，进步主义科技观对转基因水稻的公众接受态度存在正向显著影响，敬畏自然的科技观呈负向影响。模型2中，敬畏自然的科技观对大豆都存在负向显著影响，进步主义科技观变量被自动剔除。

    6. 传播媒介。 获得信息主要渠道是网络和环保组织宣传等新传播媒介（对比传统传播媒介）对转基因水稻、大豆的公众接受态度都不存在显著影响。

    从模型1和模型2的比较来看，收入、信任世卫粮农组织、通过网络和环保组织宣传等新媒介获得信息（参照 传统媒介）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被两个模型自动剔除。可能的解释是：第一，在中国，公众对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接纳受经济因素的影响非常小，更多的是受心理、文化、结构因素的影响。第二，公众把转基因管理视为国内事务，因而对世卫粮农组织的信任没有显著影响。第三，在数据收集的2012年自媒体技术发展和应用尚未形成现在这样突出的传播力，电视、报刊、广播等传统媒介在科技传播上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因而新传播媒介的独特影响并不显著。    
5、 研究结论与讨论

基于重庆、湖北、浙江三省市城镇居民的调查数据，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国内研发的转基因水稻、进口转基因大豆的公众接受态度的差异，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 公众对转基因水稻的接受度高于转基因大豆的接受度。2.对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大豆的公众接受态度都有显著影响的是成家与否、信任国内转基因研发机构、转基因技术保障粮食安全的收益感知、敬畏自然的技术观。其中，信任国内转基因研发机构、转基因技术保障粮食安全的收益感知对二者都最具解释力。3.公众对转基因水稻的接受态度受到更多心理、文化、结构因素的影响。风险感知系列变量，包括健康风险、环境风险和技术前景风险，只对转基因水稻的公众接受态度有负向显著影响。信任科学家总体、信任政府管理机构对转基因水稻的公众接受态度分别呈正向、负向显著影响。

上述结论有多层次的理论与制度建设含义。首先，在中国，转基因作物与食品的风险问题更多的应定位于粮食安全问题，而不像西方那样主要是食品安全问题。通常粮食安全（食物安全，food security）主要指供给方面的保障程度，包括生产安全、储备安全、贸易安全和支撑粮食生产可持续增长的生态安全；而食品安全（food safety）主要指食品质量对营养、健康方面的保障。在粮食问题上，由于资源的巨大差异，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风险位置。中国目前已位于粮食净进口国之列。如果未来中国粮食缺口过大则必将向控制了全球近一半粮食出口的美国求助，未来的格局将会像中国当前的大豆业一样，一旦失去先机，则步步受制，陷入生存危机。

其次，无论是进口转基因作物食品还是国内自主研发，我国公众对国内转基因研发机构的信任都是其对转基因接受态度的重要解释因素。最近几年，由于自媒体技术发展形成的强大传播力，负面消息得以广泛传播，这对公众与相关科研机构、科研人员之间的信任关系形成强大冲击。为促进中国农业生物技术应用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良性互动的社会机制，一方面，政府应作为隐形的翅膀积极维护推进公众与科技系统之间这种重要的信任关系，另一方面，科技系统要注重自生系统的建设，将科学研究问题与推广应用问题相区隔，在科学系统内部加强研究、交流，特别是技术风险问题的讨论与争论。

最后，作为技术应用之后果的转基因作物的商品化体现了农业生物技术对社会结构的渗透，关于科学技术、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的深刻思考亟待展开。当代中国秉承科技立国的战略思想，普通民众对西方启蒙以来占主导的以功利主义和乐观主义为基础的进步主义科技观比较赞同，进步主义科技观注重技术的正面效应，鼓励人们创造和运用技术，改变生活与世界。随着环保运动的发展，“敬畏自然”观念也逐渐渗入人们的科技观中，本研究发现它对转基因水稻和大豆的接受态度都有负向的影响，也发现普通公众对科技进步主义和“敬畏自然”存在认识上的混乱。2016年习总书记在“科技三会”等多次讲话都提到人文与科技接轨。正如恩格斯所言，一方面“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 ”[12]P209 另一方面，“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绝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12]P161面向未来，深入思考科技、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文与科技接轨，引导公众的科技观，促进科技服务于社会，这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的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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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food security and food safety reality in China, this research designed in the framework of social system theory and risk society theory introduced series variables of system trust, risk/benefit perception, etc. and conducted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urban inhabitants from Chongqing, Hubei and Zhejiang provinces of China to compare the public’ acceptance attitude to domestic GM Rice and imported GM Soybean and the determinants of their attitud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ublic’ acceptance of domestic GM Rice is higher than imported GM Soybean yet is more influenced by risk perception and other structural factors. The public’ trust on domestic GM crops research institute and benefit perception of GM technology’s guarantee on food security are the two determinants positively influenced people’ acceptance of GM Rice and GM Soybean. Results suggest risk management of GM crops and food in China be focused on  food security guarantee, construction of expert system trust mechanism and guidance of public’ view on science &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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